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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探源

越南史籍中华侨华人的称谓与界定 *

平兆龙
（暨南大学 文学院 / 澳门研究院，广东 广州 510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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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论文梳理了越南有关华侨华人的词汇与分类，对有关华侨华人易混淆词汇进行了辨析。

通过对越南史籍的文献统计梳理、华侨华人称谓的比对，初步探究出其命名规律与特定含义：一是对

旅居越南的华侨华人以“唐人”“北客”等为泛称；二是依照中国朝代、方位、区域以“宋人”“清

人”“北人”“广东人”等来命名；三是以特殊的名称“艚人”“明乡人”等来指称。界定华侨华人与

越南人共同使用的词汇十分重要。“北人”“汉民”“华民”等称谓在中国语境指代中国人而在特定历

史时期的越南语境下却指越南人。厘清越南文献中涉及中国人的称谓，是华侨华人研究的基础，对研

究越南华侨华人的社区生态与对居住地发展的贡献均不无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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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erminology on Overseas Chinese in Vietnamese Historical Rec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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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and Vietnam, two neighbors sharing a same race and language, had frequent cultural 

and economic exchanges in history, so a large number of overseas Chinese records are left in ancient 

Vietnamese documents. Given that times and places varied, there have been many misunderstandings of 

different appellations applied to the Chinese in Vietnam. Through a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erms for Chinese 

people in Vietnamese historical documents, we identify some rules and specify the meaning of some terms. 

First of all, Người Đường、Bắc Khách etc. referred to the Chinese living in Vietnam. Next, Người Song, 

Người Thanh, Người Bắc, Người Quảng Đông, etc. were named after Chinese dynasties and localities. 

Thirdly, there were other specific terms such as Người Tàu and Người Minh Hương. It is important to 

point out that terms such as Người Bắc, Dân Hán, and Dân Hoa in certain contexts actually referred to 

Vietnamese people rather than the Chinese in Vietnam. Clarifying the Chinese appellation in Vietnamese 

literature is a foundation for studying the Chinese overseas. It is also of great value to underst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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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 ecology of the Chinese in Vietnam and to appreciate their contribution to local developments.

一、问题的提出

在现代越南语中，Gốc Hoa（华裔）、Người Hoa（华人）、Hoa Kiều （华侨）、Người Đường（唐人）、

Người Minh（明人）、Người Thanh（清人）、Người Minh Hương（明乡人）等是较为常见的用于指代相应

华侨华人的词汇。在英文文献中，指代华侨华人多用 Chinese、Oversea Chinese 等词汇，还有更为细致

分为各个地方的华侨华人，有 Cantonese（广东人）、Fukienese（福建人）、Hakka（客家人）、Teochin（潮

州人）等。不管现代越南语及西方语言使用何种词汇，一般都不存在混淆华侨华人和当地人的情况。

但是，越南史籍中的情况却大不一样。由于越南史籍中存在大量指代华侨华人的称谓，易与指

代越南人的词汇相混淆，这在一些史料汇编及学术论文中并不少见。而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

以下两方面：

一是中越两国历史文化源远流长。越南北部有千余年隶属于中原王朝，中国的典章制度、文化

礼仪等长期浸润此地，即便在 10 世纪独立建国之后，“仍不得不受中国的影响。这种影响年深日久已

成了自己的国粹，即使今天想清除它，也不易一时涤荡干净。”［1］中国学者也认为，“在环绕中国的邻

邦中，与中国接触最早，关系最深，彼此历史文化实同一体的，首推越南。”［2］从后黎政权起，为了

加强与完善其封建统治，越南统治者系统地仿效了明朝的官僚与科举制度，使中国儒家思想浸透于

越南的政治与社会生活，因此，美国学者李伯曼认为，“实际上，几乎所有的阶层和地区，源于中国

的社会活动和规范在 1830 年比 930 年明显得多，这是因为，操越语的人群受到北方无与伦比的文化

吸引，开始选择吸收、消化中国文化，以适应本地需要并塑造民族认同。”［3］因此中国文化中出现的

各种词汇被越南人所借用也很常见。

二是脱离历史的语境，不了解古代越南的特定用语含义。自秦汉起，一批批中原汉人移居于此，

汉越融合乃越南历史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A张秀民认为，越南历代王朝的创建者都有中国血统。［4］

韩振华则指出，李朝的创建者李公蕴和陈朝的创建者陈日煚都是福建晋江安海人。［5］这些越南国王

也自称“汉人”，而且就像中国文化、治术、以及古史所述一样，是“天子”。［6］吴甲豆（Ngô Giáp 

Đậu）在《中学越史撮要》中细数历代中国人移居越南的历史，认为“能以文事武功显名诸国，多从

华裔中来。”［7］不仅上层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普通越南人也一样。20 世纪初，陈重金（Trần 

Trọng Kim）认为，今天的越南人是由当地原有的苗裔与中国人混血而成。［8］而黄高启（Huàng Cao 

Khải）更是认为，“我南民族盖即汉族无可疑矣”。［9］上述三位越南学者的论说均指出越南人与中国

人的紧密联系。其次，越南精英一直认为他们传承了儒家的正统，因此越南独立建国之后，在与周

边国家交往时习惯以“华夏”、“中国”自居。1300 年，面对元朝的入侵，越南陈朝主将陈国峻在檄

文中称：“汝等坐视主辱，曾不为忧？身尝国耻，曾不为愧？为中国之将，侍立夷酋，而无忿心？听

太常之乐，宴飨伪使，而无怒色？”B这是目前所见越人最早自称“中国”的记录，越人并不认为

其是“蛮夷”，甚至称宋人为“宋鞑”、元人为“胡虏”。在与占城交往时越人也屡次自称“中国”。1434

年，“占城掠化州人。占城主布提闻太祖崩，以帝初嗣位，疑中国有变，亲将兵出屯近境，欲谋入寇。”［10］

A 有 关 郡 县 时 期 越 南 的 历 史， 可 参 见 Keith Weller Ta ylor， The Birth of Vietna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黎正甫：《郡县时代之安南》，商务印书馆，1945 年。

B 《大越史记全书》各版本之间有“中国”与“邦国”的区别。引田利章校订本（东京：埴山堂，明治十七

年，第 487 页）、陈荆和校合本（东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84 年，第 380 页）、《域外汉籍珍本文库》（史

部第 4 辑第 2 册，越南社会科学院汉喃研究院黎朝正和十八年内阁刊本影印本，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人民出版

社，2013 年，第 522a 页），以上三种都作“中国”。但在孙晓主编的标点校勘本（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人民出版

社，2015 年，第 319 页）中却为“邦国”，经询问牛军凯教授，他指出应是校勘者弄错了。朱云影（《中国文化对

日韩越的影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211 页）也认为，这是越南文献第一次自称中国。笔者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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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7 年，旨准外国人不得杂居华夏。［11］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A至阮朝时，在官修史籍中更是普

遍使用汉人、汉民、华民等词汇来指称越人。因此，今人很容易将彼时之用语和当下常用词语相

混淆。

学界对越南华侨华人相关概念也进行过探究。张文和认为，《嘉定城通志》所载“华民”是指明

乡，“唐人”是指清人，二者皆是华侨。［12］这里就误解了华民的真实含义。金雨雁从阮朝史籍中梳

理出所载的“华”、“汉”称谓，并指出两者均指代越南人。［13］逐风天地指出，阮朝使用“华”、“汉”

所指的时间范围是阮初至启定朝的百余年间，并阐明了原因。［14］越南学者周海（Châu Hải）、陈庆

（Trần Khánh）对“华人”、“华侨”等词汇也进行过界定，但并未进一步分析其中的规律。［15］本文在

现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大量搜集越南史籍中的相关称谓词汇，分析相关文献的历史语境，试图探

讨这些称谓形成的原因及规律，并进一步厘清相关概念。笔者不揣谫陋，祈请方家指正。

二、有关华侨华人的词汇与分类

十世纪越南独立建国以后，不仅追求政治上的独立，而且在文化意识方面也一直尝试构建其独

立性，希望与北方大国相“抗衡”。因此，对于来自北方的人与物，在其文献记录中就具有明显的特

征，有时所用之词汇也会因时而异，带有时代的印记。现以《大越史记全书》《大南实录》《钦定越

史通鉴纲目》等主要史籍为基础，通过大致的分类与辨析，来了解古代越南对华侨华人的习惯称谓。

（一）泛称类的词汇
唐人（Người Đường）。《辞海》曰：唐代盛时，声誉远及海外，后来各国因称中国人为“唐

人”。［16］据泰勒（K. W. Taylor）考察，唐代安南一直都存在数量稳定的来自北方的军人、高级官

员、皇室成员以及被流放的官员。这些人不少最后就落籍当地，并对当地的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

响。［17］唐人不仅对当时的安南有着重要影响，“唐人”一词也被后世用于泛称华侨。宋人朱彧《萍洲

可谈》载：“汉威令行于西北，故西北呼中国为汉；唐威令行于东南，故蛮夷呼中国为唐。”［18］《明

史》载：“唐人者，诸蕃呼华人之称呼也。凡海外诸国尽然。”［19］《池北偶谈》载：“昔予在礼部，见

四译进贡之使，或谓中国为汉人，或曰唐人。谓唐人者，如荷兰、暹罗诸国。盖自唐始通中国，故

相沿云尔。”［20］19 世纪的越南史籍沿用“唐人”一词作为旅越华侨的总称，在“唐人”之中又以移

居越南之先后分为“明人”、“清人”。［21］1820 年编成的越南南部地方志《嘉定城通志》载，越南人

“俗称大清人为唐人，犹四夷称中国人为汉人，非刘汉之汉，李唐之唐”。［22］一般而言，每个时代的

“唐人”指称彼时之华侨。此外，“唐人”不仅是越南对华人的称谓，也是海外各国对华人的称谓，海

外华人也以此自称。

以“北”字为首的泛称词汇。越南虽然脱离中国而独立，但人文与经济的交往却日益频繁。为

区别与中国的关系，越南以居于天南，自称南国，而称中国的人与物为北客、北商、北货、北书、

北药等。1287 年，“庆余初镇云屯，其俗以商贩为生业。饮食衣服皆仰北客，故服用习北俗。”［23］这

里的“北客”（Bắc Khách）指中国商客，“北俗”（Bắc Tục）指中国习俗。1288 年，“元乌马尔犯龙

兴。……庆余阅诸庄军令曰：云屯镇军所以防遏胡虏，不可戴北笠，仓卒之际，难于辨别，宜戴麻雷

笠，违者必罚。”［24］在双方交战之时，陈朝为区分彼此，要求越方军队不能戴“北笠”。

明清时期，中越朝贡往来中贸易的意义并不明显，但是私商跨境贸易却与日俱增，越南对来自

中国的商人也习惯称之为北商（Bắc Thương）。1731 年，黎郑“饬太原、高平巡关，严加盘诘北商，

以防奸细”。［25］1749 年，又“定北商艚税例。艚准税钱八百贯，舰六百贯，小舰五百贯，择廉干掌

之”。［26］越南历代政府对于华商的管理较为严厉，对于逃税、搬运违禁物品严惩不贷。1750 年，黎

A 有关越南华夷秩序建构的历史，可参见李焯然：《越南史籍对“中国”及“华夷”观念的诠释》（《复旦

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 2 期；孙建党：《“华夷”观念在越南的影响与阮朝对周边国家的亚宗藩关系》，《许

昌学院学报》2013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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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下令“申严北舰偷搬禁。先是，北商回帆，讥察最密。”［27］18 — 19 世纪，越南政府三令五申严禁

华商运米出境。1758 年，“时，北来商艚凑集东南海门，以轻舸籴米民间。”［28］

除了商客，还有“北方道士”对越南道教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1302 年，“时有北方道士许道宗

随商舶来，居之安华江津。符水、斋蘸、科仪兴行，自此始。”［29］类似以“北”为首字的词汇不胜

枚举，皆是越南人指称中国人与物的专有名词。

华人∕华族（Người Hoa）。华人，中国人的简称，亦指已加入或取得了所在国国籍的中国血统的

外国公民。［30］华侨（Hoa Kiều）一词，晚清时才出现，至 20 世纪 30 年代，越南史籍将在越谋生的中国

人称为“华侨”、“华人”。［31］华族是最后出现的称谓词汇，是目前越南政府法定的 54 个民族之一。

就华人或华族而言，越南政府和学者的定义一致，即华人是指具有汉族血统或被汉化的、在东南亚

国家长期且相对稳定生活的、加入了所在国国籍但仍保留中国文化部分特质的、自我认同为华人的

群体。他们是来自中国且较少或者尚未被迁入地族群同化的移民，是正身处民族融合过程中且构成

东南亚国家居民、民族一部分的、正逐步调整自身并融入民族国家、地区与国际等经济、社会、政

治和文化体制的族裔群体。［32］

（二）朝代 + 人：宋人、元人、明人、清人
越南独立以后，一般以朝代名称呼北方大国，对来自北方的人则以“朝代 + 人”相称，如宋人、

元人、明人、清人。这种称谓在越南重要史籍中并不会因时代迁移而进行修正，如《大越史记全书》

历经多次增修，但对前代的称谓并没有作相应修改。

宋人（Người Tống）。宋朝人的简称。1273 年，“宋人来附。先是，宋国偏居江南，元人往往侵

伐。至是以海船三十艘装载财物及妻子浮海来萝葛源。至十二月，引赴京，安置于街媾坊。”［33］这

是越南史书中有关华人成规模移居其地的最早记载。因朝代鼎革，宋朝末年大量宋人流寓安南、占

城等地。［34］除了宋人遗民，还有宋商（Tống Thương），即宋朝商人。1128 年，桄榔场献宋商人漂船

九只。［35］1347 年，先是宋商舶来进火浣布一匹，留为重宝。［36］

元人（Người Nguyên）。元朝人的简称。1350 年，“元人丁庞德来归。元国乱，四方盗贼蜂起，

有司不能制，优人丁庞德者挈家来附，纳之。缘竿戏剧此始。”［37］元末，大量中国人移居安南、占

城等地，为当地带去戏曲、医术等中国文化。

明人（Người Minh）。明朝人的简称。1438 年，后黎朝“令明人着京人衣服，断发”。［38］1467 年，

“安邦镇守官奏，明人载粮船漂至本处。……竟留明人不还。”［39］黎利复国以后，“官吏将士得还者止

八万六千人，为贼所杀及拘留者不可胜计”。［40］明朝在从越南撤军时，遗留在越大批士卒，这些人

被黎利分散安置于越南各地。明末清初因不满清人统治，杨彦迪集团、鄚玖家族等移居越南，这些

明人后裔对当地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此外，越南史籍中也将“明人”称为“吴人”。属明结束，后黎朝开国功臣阮廌所撰《平吴大

诰》被视为越南的第二次“独立宣言”，其中也是用“吴”字而不是“明”字。阮廌在《舆地志》中

也多次使用“吴”字，“国人毋得效吴、占、牢、暹、真腊诸国语及服装，以乱国俗。……吴人久沦

元俗，被发白齿，短衣长袖，冠裳灿烂，如叶之重者。”［41］其中不乏贬义。1462 年，“明遣正使行

人司行人刘秩来谕祭于仁宗。旨挥文武百官中都府路县军民之家，某有吴人奴婢，不得放行通同客

使。”［42］尽管目前学界关于“吴人”的含义尚存争议，［43］但并不妨碍证明当时越南人较为普遍使用

“吴人”来称呼中国人。

清人（Người Thanh）。清朝人的简称。有清一代，除了不服清朝统治的明朝遗民之外，还有大

量中国人因经商、采矿、做工等移居越南。1663 年，“令区别清人来寓者。辰清人多侨寓民间，致风

俗混杂。乃令各处承司察属内有清国客人寓居者，随宜区处，以别殊俗。”［44］1717 年，因越南各地

矿厂“多募清人掘采，群聚日众”，为此“定诸镇场矿限制”。［45］大量清朝移民不仅促进了当地经

济、社会的发展，影响了当地的风俗习惯，还在当地政府供职。1803 年，“以清人郑猷为北城该府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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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收商舶税。”［46］有关清人的记载，在越南史籍中不绝于史。商人是清人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越

南史籍一般称为“清商”（Thanh Thương）。随着清人移民的增加，越南统治者逐渐加强对这些以群体

的管理，将其编户齐民。1698 年，“又以清人来商居镇边者立为清河社，居藩镇者立为明香社［今明

乡］，于是清商、居人悉为编户矣。”［47］阮廷对于遭遇海难的清商、渔民等也加以救助，严惩地方官

员抢掠这些人的财物。如 1822 年，“清葩有清商林长盛难船泊于漪碧海口，守御潘文理纵民夺其货”。

明命帝高度重视此事，要求刑部彻查，最终将潘文理流放。［48］

此外，越南人对清人还有“天朝人”的称呼。1688 年，潘鼎珪游历宪庯（Phố Hiến），并在《安

南纪游》记载：“轩内（即宪庯）者，去其国都只百十里。凡四方洋船贩其国，悉泊焉。设官分镇其

地。有街市数十，曰天朝街。尊我中夏曰天朝，称我中夏人曰天朝人，沿旧制也。”［49］

清朝大批的中国商民移居越南后，习惯性地聚族而居，成立以乡缘为特征的商会组织，修建会

馆，相互扶持，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自治”。阮氏王朝在加强对中国移民的管理过程中，很大程度

上利用这些组织，实现“以华治华”的目的。［50］1802 年，阮朝建立之后正式将清人分帮管理。维新

《大南一统志》载：“会安、明乡二社，南滨大江，岸两旁瓦物蝉联二里许，清人居住，有广东、福

建、潮州、海南、嘉应五帮，贩卖北货，中有市亭会馆，商旅凑集。其南，茶饶潭为南北船停泊之

所，亦一大都会也。”［51］会安是极为典型的华侨聚居区，直至今日当地尚保存着大量华人遗迹。

（三）中国行政区名称 + 人：广东人、福建人
广东人（Người Quảng Đông）。人数最多，包括广肇、潮州、海南和一部分客家人。明末清初，

大批明朝遗民“义不臣清”、“留发而南投”移居至越南等地，其中的代表人物杨彦迪、陈上川等都是

广东人，为开发南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陈上川，字胜才，广东人。……上川驻芹蒢海口，驻札于

盘辚（今属边和），彦迪、黄进往雷巤海口，驻札于美湫（今属定祥）。辟闲地，构铺舍，清人及西

洋、日本、阇婆诸国商舶凑集，由是汉风渐渍于东浦矣。”［52］另一位著名人物鄚玖，是“广东雷州

人。明亡，清人令民薙发，玖独留发而南投于真腊，为屋牙”。［53］1708 年，阮主“以鄚玖为河仙镇

总兵”。［54］鄚氏家族后在河仙开发银矿、通商贸易，使河仙成为东南亚地区著名的“港口国”。

越南北部山区富集矿产资 源，吸引了大批广东人来此开采。“于是一厂客人至以万计，圹丁、𥕢

户结聚成群。其中多潮、韶人，犷悍好斗。每争矿口，辄兴兵相攻，死者投诸堑。”［55］《历朝宪章类

志》载：“北国人往来开场作煤，无有限制。送星厂所留韶州客人至三万人。”［56］1767 年，因太原省

送星银厂的斗殴事件，黎郑派官经理，引发多达 2000 多人潜逃回国。［57］这些人中以广东潮州、韶州

等府的人居多。

在西山朝时期，广东人成为各方拉拢的重要力量之一。1775 年，“时，五福进军，南人有北客集

亭者，与西山阮文岳合。集亭皆广东人，每入阵，先饮之酒，人持一刃，头戴北梭纸银，曰死以此

为赠，赤身直往，不避矢石。岳倚之以抗官军。”［58］阮朝建立之后，嘉定三大家之一的吴仁静，“其

先广东人”。［59］可见，在 17 — 19 世纪的越南历史之中，广东人及其后裔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

面都占据重要地位。

福建人（Người Phúc Kiến）。就其人数而言仅次于广东人，位列第二，在越南华侨华人历史上

同样具有重要地位。阮朝历史上有名的大臣，如郑怀德，“一名宝，字止山，号艮斋。其先福建人，

世为宦族。”［60］另一重臣陈践诚，“其先北国福建人”。［61］类似官至高位，并有福建人血统的不乏其

人。此外，福建人在越南经济领域也占有重要地位。

除广东人、福建人比较常见之外，还有广西人、云南人等。

（四）以特殊词汇来命名：明乡、明乡客、艚人
明香人∕明乡人（Người Minh Hương）。狭义上是指越南京族内的华人后裔群体，广义上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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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以来华人与当地人通婚所形成的混血儿。A该群体肇始于明末清初，起初主要由旅越商人、明朝

遗民等与当地人通婚所形成。其后不断融入清人后裔，遂遍及全越各地。在“五帮”之外，单独形

成明乡帮。《国史遗编》载，阮廷于 1811 年“诏所在讥察唐客，即北客住寓者，亦谓明乡，系有商贩

往来，须领章跡凭批”。［62］此说有一定问题，将明乡和北客混为一谈。北客多从属于五帮之内，而

明乡则独成一帮，北客在越所生的子孙后须加入明乡帮，二者虽有联系但非同一群体。1827 年，“改

正北客为明乡……北客旧号明香，均改著明乡正字面。”［63］从此以后，“明乡”成为法定的用语，也

标志着明乡人成为阮朝的编户齐民。1842 年，阮廷规定清人子孙“不得薙发垂辫”，年满十八岁即加

入明乡社，“依明乡例受税，不得仍从该祖父着入清人籍”，也不得回归中国。［64］至 20 世纪 50 年代，

中越两国就明乡人的国籍问题达成共识，他们几乎都落籍越南，成为越南主 体民族京族的一部分。

艚人（Người Tàu）。古代中国人前往越南一般有陆路和水路两种途径，时间越往后，水路占据

的比重越大。南阮北郑纷争时期，中国商人乘“大眼鸡”帆船趁着北风南下，运货抵越，翌年春耕

收获，乃载米北归，此运粮船名曰艚船。越人习俗呼船曰艚，而称中国商人曰艚人。［65］阮氏王朝设

有专门的官职——该艚，“该艚者，专管唐人及总理船只事务，以该伯为之。”［66］在当时的语境之中，

“艚人”的语义并无褒贬之分，仅是一般的称谓词汇。但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一词汇的语义发生了巨

大变化，现代越南国语字中出现了一个针对中国人的俗称“Người Tàu”，但该词汇带有贬义。［67］范

宏贵、刘志强二位教授甚至认为，这是对华人的蔑称。［68］该词汇的语义发生变化反映了言者和听者

在长期互动过程中的彼此认知，其中原因极为复杂。

三、有关华侨华人易混淆词汇辨析

与越南华侨华人相关的称谓词汇数以十计，其中，最易混淆之词汇是汉人、汉民、华人、华民、

北人。在今人的论著之中，经常出现将越南史籍中的“汉人”、“汉民”、“华人”、“华民”、“北人”等

误认为中国人的情况。因此，有必要对这些词汇进行辨析和界定，以正视听。

北人（Người Bắc）。越南北接中国云南、广西等省区，以方位来论，中国在北，越南在南，故

而其称中国为北国，中国人为北人，中国的朝代为北朝等。与北人相对者即南人，一般是指越南人。

如若是“北国人”，毫无疑问是指中国人，但若是“北人”则需进行判断。“北人”的记载在越南文

献中十分常见，如 988 年，“太师洪献卒。献，北人，通经史，常从征伐，为军师及劝进谋议国事，

有大功，帝以腹心委之，至是卒。”［69］1737 年，“禁北人入清、乂境。时北人多潜入山林，窃采桂皮，

故申是禁。”［70］10 — 15 世纪，越南文献中的“北人”均指中国人，但是，此后越南文献中的“北

人”则并不一定是指中国人。由于 16 — 18 世纪末后黎朝分为北郑南阮两个敌对政权，双方以𤅷江为

界，越南内部有着显著的南北之别。阮氏王朝及阮朝的史书中的“北人”一般是指𤅷江以北的越南

人。如在广平营北部“先朝有设巡守三所，以御北人潜入”。［71］再如 1821 年，明命帝巡幸北城时发布

上谕曰：“列圣开创之初此为战地，将士为国捐躯埋碧之场也。北人抗我颜行不得不加之锋镝，然各为

其主致命耳！”［72］是年十二月，清使广西按察潘恭辰至越，……帝大悦，谓侍臣曰：“清使以十九日

祭，恰值祥礼，自丁、李、陈、黎以前，北人来祭未有如此凑巧，得非我皇考在天之灵有以默相而

然欤！”［73］这两条史料中都出现了“北人”，但是，显然二者含义不同，前者是指𤅷江以北的越南

A 当前中外学界有关明乡人的研究，参见藤原利一郎：《安南の“明郷”の意義及び明郷社の起源につい

て》，《文化史學》1952 年第 5 期；陈荆和：《关于“明乡”的几个问题》，《新亚生活双周刊》1965 年第 8 卷第 12

期；李庆新：《越南明香与明乡社》，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 10 卷，天津古籍

出版社，2009 年，第 205~223 页；Charles James Wheeler， “Identity and Function in Sino-Vietnamese Piracy： Where 

Are the Minh Hương?” Journal of Early Modern History， 16 （2012）， pp.503-521；Lê Thị Vỹ Phượng， “Người Minh 

Hương-dấu ấn di dân và Việt Hóa qua một số tư liệu Hán Nôm”， Tạp Chí Khoa học xã hội， số7， 2013， tr.66-73；平兆

龙：《明乡人及其异国科举之路——以越南嘉定明乡社为中心》，《东南亚研究》2017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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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而后者指则的是中国人。因此，在查阅史籍时既要了解时代背景，又要结合特定的语境来解读，

尤其是对阮氏王朝乃至阮朝时期文献中的“北人”要进行审慎判断。

汉人（Người Hán）。现代汉语之中，汉人一般是汉族人的简称，但在古代所表示的意思却有

较大区别。陈寅恪先生就曾提出：“汉人与胡人之分别，在北朝时代，文化较血统尤为重要。凡汉化

之人即目为汉人，胡化之人即目为胡人，其血统如何，在所不论。”［74］这种以文化而非种族来区分

族属的方式在中国古代是极为常见的现象。［75］实际上，越南古代也受此影响。17 世纪，“柴末府汉人、

唐人与真腊、阇婆人商贾凑集”。［76］这里的“汉人”是指越南人。《大南寔录》中至少出现 16 次“汉

人”，无一例外都是指越南人。一般以特定的顺序出现：“汉人、清人、腊人、阇婆人”，或是“汉人、

唐人……”等等，都是“汉人”在前。

除了“汉人”外，“汉民”一词也常出现在越南史籍之中。1833 年，宁平护抚黎元熙密奏，言：

“省辖乐土、安化、奉化三县土俗专尚狡诈……此狡蛮风俗与汉民不同，所以难治也。”［77］明命五年，

议定河仙税例为：“汉民视诸镇客户例，唐人视嘉定明乡例。”［78］从上述例子可知，不管是与边疆少

数民族还是与中国人交往时，越南人均以“汉民”自居。

类似的词汇还有“华民”。《嘉定城通志》中多次出现“华民、唐人、高蛮”的记载，［79］排序一般也

是“华民”在前，指称越南人，说明嘉定城管辖的广大地域内这三个族群杂居在一起。1841 年，绍治

帝继位，为避其母顺德仁皇后胡氏华的名讳，随后“华”字被定为避讳字，“华民”改称“汉民”。［80］

四、结语

世界各民族在交往中均会产生以自我民族为本位的对其他民族的各种称谓，这些称谓有褒有贬，

不一而足。越南也不例外，在其史籍中存留大量指代华侨华人的专门称谓，通过排列比对，亦可发

现其中的规律。

其一，越南史籍中有关华侨华人的称谓多种多样，不同时代不同作者亦使用不同称谓。有以

“唐人”、“北客”等为泛称，亦有依照中国朝代、方位、区域以“宋人”、“清人”、“北人”、“广东人”

等来指称，还有以特殊的名称“艚人”、“明乡人”等来指称。可见，古代越南称呼华侨华人的方式多

种多样。如此之多的称谓词汇，选用何词来指代在越中国人要视具体情况而定。不同作者也会偏好

不同的称谓词汇。

其二，界定华侨华人与越南人共同使用的词汇十分重要。对于越南史籍中出现的“北人”、“华

民”、“汉民”等易混淆的词汇，一定要注意其确切词意。实际上，族群称谓词汇是区分“我者”和

“他者”的重要标志。当多个族群名称同时出现时，越南史籍中的排列顺序一般为越南人在前，其他

族群在后。当然，不管越南史籍中使用何种词汇来指称华侨华人，都不能离开当时的语境去理解词

义，否则就容易张冠李戴。

其三，华夷秩序观念影响着越南对相关词汇的使用。深受中国文化濡染的越南王朝，以华自居，

演变为小中华、南天中华，以自我为中心构建起一套“华夷”秩序，在与周边国家占城、柬埔寨、

老挝等交往时，其史籍中出现类似中国、华夏、汉人、华民等词汇来指代越南与越南人，以此作为

区分彼此的“手段”。清朝入主中原之后，刺激了周边国家对于华夷秩序的自我建构。韩国学者刘仁

善认为，“阮朝的君主和知识分子尊重中国文化，并努力效仿，但是对于清朝和清人却毫无尊敬之心。

称清为北朝或清国，称清人为北人或清人。此外，将中国人称为唐人的情况也很多，这多半是因为

清朝是异民族建立的政权，所以抱有蔑视的态度。”［81］阮朝统治者对待清朝的心态在华侨华人称谓

上也明显地体现出来。无独有偶，17 世纪中叶以后的东亚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朝鲜陡然以中

华正统而自任。［82］日本学者则认为清朝入主中原是“华夷变态”。［83］因此，朝鲜、日本、越南等国

与中国逐渐疏离，东亚文化共同体解体，形成“地虽近而心渐远”的局面。［84］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就比较容易理解为何越南以“汉人”、“汉民”、“华民”等词汇来自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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